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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群政策作为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战略选择,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基于要素流动视角,利用 2003—2023 年中国 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 18 个城市群政策的实施为对

象,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 5 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

城市群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并主要通过

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流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群政策在中西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智

慧城市以及非国家级城市群中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此,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深化要

素市场化改革,实施功能主导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将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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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urban agglomeration policy promote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 perspective of factor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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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agglomeration policy, essential for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mobility, 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for 280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3, focus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18 urban agglomeration policies, and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cross five dimensions: population,

economy, society, space, and ecology. A multi-period DID model identifies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policies 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urban agglomeration policies facilita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rimarily by promoting the flow of labor, cap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factors. Th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locate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smart cities, and

non-national-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deepening market-oriented reforms of factors, and implementing function-driven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ill inject strong momentum into advanc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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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是重塑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抓手。 然而,在快

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以单一城市为核心、以“大国

大城”为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1],阻碍了生产要

素的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使得城乡区域间的差

距逐渐扩大,制约了城乡融合发展应然状态的实

现。 为此,国家层面持续强化战略部署,中共中

央、国务院于 2014 年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以城市群建设为主导、构建城

市与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格局,逐步缩小

城乡发展差距的国家战略正式确立,并且被纳入

“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持

续推进。 城市群建设不仅有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

聚集经济效应,更能够通过要素空间流动带动区

域整体协调联动发展[2],为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
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

系,推进城乡全面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在
连续 10 余年战略推进下,城市群政策实施是否实

现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目标? 其作用路径是

什么? 面向“十五五”新发展时期,城市群政策又

该作何调整以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系统回答

上述问题不仅能为识别城市群政策实施的城乡融

合发展效应提供证据支撑,也能为以城市群为空

间主体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

局注入新的指导思路。
自城市群建设以来,学术界关于城市群政策

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

方面。 一是聚焦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影响

因素,相关研究涵盖测度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水

平[3 - 4]、解析其时空演变特征[5 - 6]、空间差异[7 - 8]

和驱动及阻碍机制[3,9],还有文献从功能视角[10]

和空间交互视角[11]识别影响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

的关键因子,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二是侧

重城市群政策缩小城乡差距的实证研究。 黄繁华

等[12]基于长三角城市群数据发现,区域一体化推

进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殷志高等[13]则基于

准自然实验证明,国家级城市群政策能够缩小城

乡发展差距。 但上述研究并未直接触及城乡融合

发展议题。 三是聚焦城市群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

的关系解析。 陆铭[14]提出城市群建设有利于促进

城乡融合的观点。 殷志高等[15]从学理层面阐明城

乡融合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 现有研

究虽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实证检验并佐证了上

述命题[16],但鲜有研究从全国全域视角验证二者

的内在关联。
综上所述,学术界在城市群政策与城乡融合

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仍然存在

一些不足:第一,多数研究或以城市群为分析单位

或聚焦单一城市群内的城乡融合发展,且较少基

于因果识别策略检验城市群政策实施的城乡融合

发展效应;第二,现有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探讨城

市群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在关系,较少从全

国层面实证检验城市群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因

果关系,对于二者关系的形成机理与作用情境认

知仍相对有限。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

献:一是采用因果推断方法,以我国 2003—2023 年

28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以 18 个城市

群政策实施构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城市群政

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丰富城市群政策实施

效果研究,并延展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路径;
二是基于要素流动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揭示

城市群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明确其

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传导路径;三是

考察城市群政策在不同城市特征和不同城市群特

征中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城市群

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边界,为优化政策体

系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一、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城市群是以发达交通和信息网络为纽带,在
特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的空间结构紧凑、经济深度

融合、内部城市相互协作的紧密城市聚合体[17],是
城镇化的高级形态。 2006 年,国家“十一五”规划

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已形成城市

群发展格局的区域要继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具
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形成新

城市群;2010 年印发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
城市群建设目的确定为形成 3 个特大城市群和若

干区域性城市群;2016 年,国家“十三五”规划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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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中西部地区

城市群;2021 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以城

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联动、特色化发展,逐步形成以“19 + 2 城市群”
为支点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布局。 截至 2026 年,我
国已规划建设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长江中游、
成渝等 19 个城市群,其中包括 11 个国家级城市群

以及 8 个非国家级城市群①。 自 2015 年以来,国
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印发了 11 个城市群的发展规划

纲要,政策文本内容均涵盖加强城乡区域统筹、推
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建设目标与战略规划。 基于

此,在城市群政策的深入实施下,城市群内部及城

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要素互动日益紧密,城市发

展红利得以更为顺畅地向农村辐射扩散,为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城乡要素双向流

动[14,18]。 要素流动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分

析视角,重在关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数据

等生产要素②在空间上的动态配置过程。 在要素

流动视角下,要素的持续流动与重新组合,可以带

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9,19]。 目前,要素流动理

论视角已被广泛应用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学者

普遍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视为实现城乡融合的基

本前提和核心机制[19],并就如何通过制度改革破

除要素流动壁垒展开诸多研究[20 - 21]。 在城市群

研究领域,要素流动是评估城市群要素市场一体

化水平的重要视角[22],城市群内部密集的基础设

施网络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为要素流动提供了天然

优势[16]。 从本质上看,城乡融合发展是通过促进

各要素自由有序流动与互动实现城乡间地位平等

与优势互促,进而推动城乡发展转型与融合的过

程[3]。 基于此,本文以要素流动视角搭建分析城

市群政策作用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联结

起城市群政策实施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联系。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在规模收益递增和运输

成本存在的前提下,政策倾斜等初始优势会通过

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形成循环累积因

果,导致要素持续向优势中心集聚,外围则因要素

净流出而发展相对滞后[23]。 在城乡二元范式下,
生产要素形成由“乡”到“城”的单向集聚,城乡要

素配置失衡,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制度经济

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增长极理论的扩散效应,
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促进要

素向周边地区扩散[24]。 城市群政策作为一项重要

制度安排,能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交易

成本和经济主体间的交易成本,为各类要素在城

乡间的合理配置与高效流动提供便利。 从要素的

发展维度来看,可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要素(劳动

力、资本、土地等)与创新要素(技术、数据等) [3]。
二者区别在于前者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后者

遵循边际收益递增规律[24]。 城市群作为要素配置

的高级空间形态,可通过构建跨区域统筹协调机

制及内部市场整合,促进传统要素与创新要素在

城乡区域间高效流动,从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具体而言,从劳动力要素流动来看,根据比较

优势理论,即使一方处于劣势地位,双方专注于生

产自身具有相对效率优势的产品并进行交换,仍
能提升整体福利水平[25]。 在城乡二元范式下,城
市产业体系和公共服务完善、就业机会较多;而农

村则截然相反,致使劳动力要素向城市单向聚集,
造成城乡资源配置扭曲。 城市群政策通过产业梯

度转移,推动农村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物流以及生

态旅游等特色产业,拓展就业空间。 同时,户籍、
社保等公共服务跨域通办降低了要素流动壁垒,
推动劳动力就近城镇化和返乡就业创业,城乡劳

动力市场在要素双向流动下逐步融合。
从资本要素流动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

天然追求更高的回报率。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
市在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方面具有先发优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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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1 个国家级城市群分别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

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8 个非国家级城市群包括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滇中城市

群、宁夏沿黄城市群、黔中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
　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数据与劳动力、资本、土地、技

术并列为五大生产要素,提出分类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比之下,农村产业基础薄弱,导致资本下乡动力不

足。 城市群政策通过产业协同,将生产基地、仓储

物流中心等设立在周边地区及特色乡镇,有助于

推动城市产业链、价值链向农村延伸,创造新兴产

业载体,扩展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吸引资本要素

跨城乡流动。 此外,市场准入标准、工商登记、产
权保护等一体化改革,减少了资本跨区域运作的

信息不对称和制度摩擦,推动资本在城乡间高效

配置,进而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从土地要素流动来看,依据科斯定理,清晰、

可预期的产权安排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土地

配置效率[26]。 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体系下,城市

和农村土地权利属性不同,城乡土地市场呈现结

构性分割,土地资源配置严重扭曲[1]。 城市群政

策实施后,城市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完善产权交易服务和法律保障,促使土地资源

以明晰产权和低廉交易成本在城乡间有序流动。
土地要素的盘活和城乡土地市场的有效整合,直
接吸引各类要素向农村汇聚,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就业机会,推动城乡产业

融合与空间重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从技术要素流动来看,技术知识溢出理论认

为,知识和技术具有非排他性和正外部性,其扩散

效果受地理距离、知识属性和吸收能力的影响[1]。
在城乡二元范式下,技术资源配置具有城市偏向,
农村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人力资本薄弱等问题,
导致技术获取滞后[1]。 城市群政策通过搭建统一

技术交易平台,降低谈判成本和履约风险,对接城

乡技术供需,促进技术成果跨城乡区域转移,驱动

城乡产业协同。 同时城市群政策通过引导劳动

力、资本等要素入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科

技企业,提升农村整体人力资本,推动农业技术进

步和农村产业融合,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从数据要素流动来看,根据市场分割理论,市

场分割会阻碍要素流动、拉大发展差距[19]。 数据

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与产业变革的

重要引擎,但易因城乡间基础设施、政策保障等差

异形成“数据市场壁垒” [27]。 城市群政策通过完

善数据流通交易规则,推动通信、数字等基础设施

一体化建设,有助于提高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

率,催生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农村新业态,实现

农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农民增收致富。 同时,城
市群通过建立一体化数据平台,以大数据技术精

准匹配城乡公共服务资源,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

给效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城市群政策实施有助于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
假设 H2:城市群政策实施能够通过促进劳动

力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假设 H3:城市群政策实施能够通过促进资本

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假设 H4:城市群政策实施能够通过促进土地

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假设 H5:城市群政策实施能够通过促进技术

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假设 H6:城市群政策实施能够通过促进数据

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03—2023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作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城市,
共得到 280 个样本城市,构成 5 880 个年度—城市

样本观测值。 截至 2023 年,共有 18 个城市群③覆

盖城市 210 个,非城市群城市有 70 个。 缺失数据

采用线性插值、均值插值等方法补全。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

环境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EPS 数据库以

及各省市地方统计年鉴与公报等。 此外,由于粤

港澳大湾区的前身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其政策审

批年份为 2015 年,故本文参考 Yuan 等[28]的研究,
将 2015 年设为其审批年份进行考察。 其余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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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天山北坡城市群内包含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级市(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因数据严重缺失被剔除,故本文不包含天山北坡城

市群。



政策的实施时间和所包含的城市信息均来源于国

务院官网、各省市政府官网。
(二)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 18 个城市群政策实施年份有差异,本文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群政策对城乡融

合发展的影响。 具体计量模型为:
Yit = α0 + δ0DIDit + β0X it + γt + μi + εit (1)
其中,i 代表城市,t 代表时间;Yit是本文的被

解释变量,以 i 城市在第 t 年的城乡融合水平表

示;DIDit是核心解释变量,以 i 城市在第 t 年是否

被城市群政策所覆盖的虚拟变量表示;X it表示可

能影响城乡融合水平的控制变量;γt、μi、εit分别表

示时间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随机误差项;α0

为常数项,δ0为本文重点关注的回归系数,表示城

市群政策影响系数。
(三)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参考现有研究[3,29],以人

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 5 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

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见表 1),并将其细化至 26 个

二级指标,运用全局熵值法测度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

④　受限于宏观统计数据在城乡维度上的精细度,城乡要素的交互流量在直接测度中存在客观困难。 因此,既有研究关于城乡要素流

动的测度主要围绕以下两种方法展开:一是采用绝对规模指标,反映要素流动的整体规模和相对大小,如客流运转量、固定资产投资、专利

申请量等;二是采用相对规模指标,反映要素的净流动情况,如年末从业人员占比、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比重增量、人均专利申请量等。 本

文结合已有研究,将要素跨城乡流动理解为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强度,并据此展开测度。

2. 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群政策实施:若 i 城市在第 t 年及之后被

城市群政策实施所覆盖,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3. 机制变量④

本文采用过程流量和结果流量两个维度反映

各类要素流动水平。 其中,过程流量衡量各类要

素在空间或主体间流转的行为与活跃度,结果流

量则反映要素流动所形成的结构状态与经济

产出。
(1)劳动力要素流动。 参考韩军等[30]、张军涛

等[ 31]的研究,认为劳动力要素流动是因经济发展

不平衡而发生的跨区域就业转移。 因此,采用人

口机械变动量 =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 + 户籍人口

表 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具体说明 类型 属性

人口融合

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 /总人口 动力 +
城乡人口密度 常住人口 /行政区域总面积 状态 +
非农与农业从业
人员比

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第一
产业从业人员

对比 +

经济融合

人均 GDP GDP 总量 /总人口 状态 +
农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总收入 /农村总人口 状态 +
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比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对比 -

城 乡 恩 格 尔 系
数比

城镇人均消费支出 /农村人均消
费支出

对比 -

非农与农业产业
产出比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
增加值

对比 +

二元对比系数
(一产 GDP 占比 /一产从业人员
占比) / (非一产 GDP 占比 /非一
产从业人员占比)

对比 +

农 村 产 业 融 合
水平

农村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

动力 +

社会融合

城乡医疗水平 城乡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量 状态 +
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保障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数

动力 +

城乡医疗保险参
保覆盖率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总人口 状态 +

城乡养老保险参
保覆盖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总
人口

状态 +

城乡失业保险参
保覆盖率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总人口 状态 +

城乡基础教育
城乡每万名小学学生拥有的教
师数量

状态 +

城乡文化娱乐 城乡公共图书馆图书量 状态 +

空间融合

土地城镇化水平 建成区面积 /行政区域总面积 动力 +
农村村庄道路硬
化率

农村村庄硬化路面的道路面积 /
道路总面积

动力 +

交通网密度 公路运营里程 /行政区域总面积 状态 +
旅客客运量 旅客运输量 动力 +
城乡人均私人汽
车拥有量

城乡居民私人汽车拥有量 /总
人口

动力 +

城乡公共交通
城乡公共交通车辆拥有量 /总
人口

状态 +

生态融合

人均绿地面积 园林绿地面积 /总人口 综合 +
城乡污水处理 城乡生活污水处理率 综合 +
城乡空气质量 城乡 PM2. 5浓度 综合 -

注:综合类指标用以反映城乡整体发展水平;对比类指标用以反映城乡在某
一层面的发展差异;动力类指标用以反映城乡融合发展过程;状态类指标用
以反映城乡融合发展结果[29]。

变动总量 -人口自然增长量,反映劳动力跨空间迁

移过程;城乡劳动力配置则以城镇就业人员与农村

就业人员的比重进行衡量,反映城乡就业结构。
(2)资本要素流动。 主要体现为货币、金融等

在区域间的互动流动,借鉴何凡等[32]、苑韶峰

等[33]的研究,以上市公司在目的地设立的子公司

数量表征市场资本流动,反映资本要素跨空间配

置过程;以财政涉农支出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之

和表征财政资本流动,反映资本要素向农业农村

领域倾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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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地要素流动。 参考张钰等[34]、谢呈阳

等[35]的研究,认为土地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土地

权属或用途的变化。 因此,采用土地年度征收面

积反映土地权属变动,表征土地要素从集体所有

转为国家所有的过程;采用工业用地面积(含仓储

用地)占地区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重反映土地用

途变动,表征土地要素从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所

形成的用途结构。
(4)技术要素流动。 主要体现为技术要素在

市场配置下发生的流动与扩散,借鉴戴魁早[36]、段
德忠等[37]的研究,采用技术要素市场化和技术成

果流转进行衡量。 其中,技术要素市场化以技术

合同成交额进行衡量,表征技术要素跨主体转移

过程;技术成果流转则以专利转让数量进行衡量,
反映技术要素产权转移结果。

(5)数据要素流动。 主要体现为数据要素在

投入经济活动生产中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跨区域流

动,参考杨仁发等[38]、赵涛等[39]的研究,采用综合

指标体系分别测度数据要素配置水平⑤和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⑥,以此衡量数据要素流动。 其中,数
据要素配置水平反映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过程;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则反映数据要素所依托的硬件

支撑与经济产出。
各类要素流动变量说明如表 2 所示。

表 2　 要素流动变量说明
要素 流动类别 变量 计算说明

劳动力
要素流动

过程流量 人口机械变动量
常住人口 -户籍人口 +户籍人口
变动总量 -人口自然增长量

结果流量 城乡劳动力配置 城镇就业人员 /农村就业人员

资本
要素流动

过程流量 市场资本流动
上市公司在目的地设立的子公司
数量

结果流量 财政资本流动
财政涉农支出 + 农村固定资产
投资

土地
要素流动

过程流量 土地权属变动 土地年度征收面积

结果流量 土地用途变动
工业用地面积(含仓储用地)占
地区建设用地总面积

技术
要素流动

过程流量 技术要素市场化 技术合同成交额

结果流量 技术成果流转 专利转让数量

数据
要素流动

过程流量
数 据 要 素 配 置
水平

数据要素配置与流动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

结果流量
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

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4. 控制变量

参考黄永春等[40]的研究,引入如下控制变量:

①财政分权,以财政预算内收入与财政预算内支

出之比表示;②对外开放水平,以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比表示;③金融发展水平,以年末金融贷款

余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④人力资本水平,以普通

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表示;⑤社会

消费水平,以社会消费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⑥基

础设施水平,以人均道路面积表示。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⑦。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被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 0. 190 4 0. 024 9 0. 135 9 0. 526 4 5 880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实施

城市群政策
0. 288 9 0. 453 3 0. 000 0 1. 000 0 5 880

机制变量

劳动力
要素流动

资本
要素流动

土地
要素流动

技术
要素流动

数据
要素流动

4. 488 2 4. 216 1 0. 219 7 35. 051 8 5 880
0. 993 1 0. 762 7 0. 175 1 7. 064 3 5 880
1. 393 0 4. 745 2 0. 000 0 102. 330 0 5 880
9. 233 1 13. 821 1 0. 016 0 238. 653 6 5 880
6. 481 0 20. 367 4 0. 000 0 830. 869 3 5 880
0. 235 9 0. 778 1 0. 017 1 59. 000 0 5 880

16. 633 2 53. 353 9 0. 001 7 853. 693 9 5 880
6. 536 0 25. 572 6 0. 000 0 590. 460 0 5 880
0. 128 9 0. 041 5 0. 100 5 0. 472 1 5 880
0. 044 8 0. 069 5 0. 000 3 0. 940 0 5 880

控制变量

财政分权 0. 464 8 0. 222 1 0. 054 4 1. 541 3 5 600
对外开放水平 0. 204 3 0. 359 3 0. 000 0 4. 622 2 5 559
金融发展水平 0. 997 3 0. 608 5 0. 112 2 11. 916 5 5 880
人力资本水平 0. 021 9 0. 058 1 0. 000 1 1. 000 2 5 672
社会消费水平 0. 367 0 0. 102 4 0. 096 0 0. 857 4 5 880
基础设施水平 16. 252 8 7. 920 3 0. 390 0 61. 408 0 5 862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4 中,列(1)表示在控制城市和时间固定效

应后,城市群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表示加入所有控

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列(3)表示控制时

间和省份固定效应后,城市群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

的影响仍显著为正。 上述结果初步支持假说 H1。
该研究发现,一方面阐释了制度经济学关于

政策设计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理论内涵。 城市群

政策能有效降低要素跨城乡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

和交易成本,扩大要素市场的辐射范围,为城乡要

素自由高效流动创造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提升了

增长极理论在城市群政策实施效应的解释力。 通

过推动城乡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布局,并依托圈层

结构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在城乡范围内的优化

612

中国软科学 2026 年第 6 期

⑤
⑥
⑦

　涵盖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据流通平台、数据融合应用等维度的 12 个指标。 具体指标体系可向笔者索要。
　涵盖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互联网相关产出、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等 5 个指标。
　将核心解释变量与所有控制变量纳入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的检验结果为 1. 25,明显小于 5,说明变量间的共线性并不严重。



配置,将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延伸至农村[24]。 此外,
城市群政策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
特色化发展,有助于催生适配农村比较优势和市

场特征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比

较优势理论在理解城市群政策驱动城乡融合发展

议题上的适用边界。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 002 4∗∗∗

(0. 000 7)
0. 002 1∗∗∗

(0. 000 6)
0. 002 1∗∗∗

(0. 000 6)

财政分权 — 0. 007 8∗∗∗

(0. 002 5)
0. 007 8∗∗∗

(0. 002 5)

对外开放水平 — -0. 002 0
(0. 002 3)

- 0. 002 0
(0. 002 3)

金融发展水平 — 0. 000 4
(0. 000 8)

0. 000 4
(0. 000 8)

人力资本水平 — 0. 119 9∗

(0. 068 8)
0. 119 9∗

(0. 068 9)

社会消费水平 — -0. 008 5∗∗

(0. 004 2)
- 0. 008 5∗∗

(0. 004 2)

基础设施水平 —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_cons 0. 189 8∗∗∗

(0. 000 2)
0. 185 5∗∗∗

(0. 002 8)
0. 185 5∗∗∗

(0. 002 8)
城市效应 是 是 否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否 否 是

观测值 5 880 5 110 5 110
R2 0. 911 3 0. 922 2 0. 922 2

注:∗∗∗、∗∗、∗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聚类到城市的稳健性标准误。 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需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参考

Back 等[41]的研究,以城市群政策实施前一年为基

准期,设定城市群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的相对年份

政策虚拟变量,以此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结果如

图 1所示,在城市群政策实施前,各政策虚拟变量的

回归系数在 0 值上下波动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
明在政策落地前,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的城

乡融合发展变化趋势相一致,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回归结果可能会受到其他不可观测的

随机因素影响,采用随机抽取样本城市的方法进

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而言,从 280 个城市中随机抽

取 210 个城市作为城市群政策的试点城市,其余

70 个城市为非城市群政策试点城市,利用式(1)重
新估算伪回归系数,并将前述过程重复 500 次。 检

验结果如图 2 所示,所有的伪政策虚拟变量回归系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数集中于 0 值附近,明显小于真实估计系数0. 002 1,
且大部分伪政策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说明估计结果基本不受其他未观测到因素的

干扰。
2. 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

由于不同年份的城市群政策对处理组的影响

可能存在差异,即使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处理效应

的估计也可能出现偏差。 为此,参考 Goodman-
Bacon[42]的研究,采用 Bacon DID 估计量分解法,
考察双向固定效应下多期双重差分估计的偏误程

度。 分解结果如图 3 所示,不良处理效应“后处理

组 vs 先处理组” 的估计值为 0. 002,权重仅为

9. 9% ,表明本文由异质性处理效应而引起的估计

偏误对回归系数的影响较小,基准回归结果较为

稳健。
3.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除了城市群政策,同一时期可能还存在国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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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acon 分解结果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农村综合性改革试验区、国家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区等多项国家级试点政策,均会作用于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其中,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与本文研究主题高度

相关。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属于城市面向的政策,而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验区与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属于农村面向的政策,它们也均可能影响城乡融合

发展。 为排除上述干扰,本文设置相应的政策虚拟变

量,并将其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5 列(1) ~列(5)
显示,城市群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均保持

正向显著,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仍具有稳健性。
表 5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检验结果

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

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

(1)

国家新型
城镇化试点

(2)

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

(3)

农村综合性
改革试验区

(4)

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

(5)

DID 0. 001 9∗∗∗
(0. 000 6)

0. 001 9∗∗∗
(0. 000 6)

0. 002 1∗∗∗
(0. 000 6)

0. 002 0∗∗∗
(0. 000 6)

0. 002 0∗∗∗
(0. 000 6)

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

0. 003 5
(0. 004 0) — — — —

国家新型
城镇化试点

— 0. 001 9∗
(0. 001 0)

— — —

国家智慧
城市试点

— — -0. 000 5
(0. 000 8) — —

农村综合性
改革试验区

— — — 0. 003 5∗∗
(0. 001 7)

—

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

— — — — 0. 002 2
(0. 001 9)

_cons 0. 185 4∗∗∗
(0. 002 9)

0. 185 4∗∗∗
(0. 002 8)

0. 185 6∗∗∗
(0. 002 8)

0. 184 9∗∗∗
(0. 002 8)

0. 185 2∗∗∗
(0. 002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 110 5 110 5 110 5 110 5 110
R2 0. 922 4 0. 922 5 0. 922 2 0. 923 0 0. 922 4

4. 内生性检验

为解决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

影响,本文采用地形起伏度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

(IV)作为城市群政策的工具变量。 原因在于:第
一,城市地形起伏度越大,城市间的经济和交通往

来越不便利,区域间市场分割和行政壁垒越明显,
降低了城市被纳入城市群政策的可能性,满足相

关性要求;第二,地形起伏度由自然条件决定,通
常不受区域经济和社会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
表 6 第一阶段结果显示 IV 对城市群政策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负,满足相关性要求;第二阶段结果显示

城市群政策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 同时工具有效

性统计检验的 F 值大于 16. 38,拒绝弱工具变量假

设,表明本文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表 6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城市群政策(1) 城乡融合发展(2)

IV - 0. 000 0∗∗∗

( - 8. 699 7)
—

DID — 0. 008 9∗∗∗

(2. 665 1)

Kleibergen-Paaprk Wald F 75. 700
(16. 38) —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5 110 5 110
R2 0. 722 0. 011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1)变更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城乡融合发展

水平测算方法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采用 Topsis 熵
权法重新测算并进行检验。

(2)PSM-DID 估计。 考虑到城市群政策内的城

市选择可能并非随机,采用 PSM-DID 方法重新估计。
(3)滞后效应检验。 由于政策效应存在滞后

性,将政策变量滞后一期进行重新回归。
(4)变更样本城市范围。 考虑到城市群内存

在行政层级、城市归属、覆盖范围和发展程度具有

明显差异的城市,故对样本城市进行 4 种类型的变

更并分别进行回归,包括剔除 4 个直辖市、剔除同

属多个城市群的城市、剔除城市群政策中仅覆盖

部分县域的城市、剔除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
(5)增加控制变量。 为消除因遗漏变量带来的

内生性问题,参考黄永春等[40] 的研究,添加政府干

预和社会就业保障两个控制变量再次进行回归。
(6)缩尾处理。 为剔除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

影响,对连续变量采取 1%的双侧缩尾处理后进行

重新估计。
(7)变更聚类标准误。 尝试采用聚类到省份

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进行回归。
表 7 ~ 8 的结果表明,经过上述稳健性检验之

后,城市群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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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1 ~ 4)

变量
Topsis 熵权法

(1)
PSM-DID

(2)

滞后效应
检验
(3)

变更样本城市范围

剔除直辖市
(4a)

剔除同属多个
城市群的城市

(4b)

剔除仅覆盖
部分县域的城市

(4c)

剔除长三角
城市群的城市

(4d)

DID 0. 004 7∗∗∗

(0. 001 1)
0. 009 8∗∗∗

(0. 001 3)
0. 002 4∗∗∗

(0. 000 6)
0. 001 8∗∗∗

(0. 000 6)
0. 002 1∗∗∗

(0. 000 6)
0. 001 9∗∗∗

(0. 000 6)
0. 002 1∗∗∗

(0. 000 7)

_cons 0. 185 7∗∗∗

(0. 004 2)
0. 157 1∗∗∗

(0. 003 4)
0. 185 5∗∗∗

(0. 002 8)
0. 184 3∗∗∗

(0. 001 9)
0. 185 6∗∗∗

(0. 002 9)
0. 185 4∗∗∗

(0. 002 9)
0. 185 0∗∗∗

(0. 002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 110 1 673 5 110 5 033 4 922 4 905 4 605
R2 0. 902 2 0. 753 5 0. 922 3 0. 905 9 0. 922 2 0. 923 6 0. 908 4

表 8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5 ~ 7)

变量
增加控制变量

(5)
缩尾处理

(6)
变更聚类标准

(7)

DID 0. 002 0∗∗∗

(0. 000 6)
0. 001 8∗∗∗

(0. 000 6)
0. 002 1∗∗

(0. 000 8)

_cons 0. 185 8∗∗∗

(0. 003 1)
0. 183 2∗∗∗

(0. 002 1)
0. 185 5∗∗∗

(0. 003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5 110 5 110 5 110
R2 0. 922 2 0. 924 8 0. 922 2

四、机制检验

(一)机制检验模型

前述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政策实施显著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但仍需检验具体作用路径。 本

文参考江艇[43] 的研究,结合式(1)和式(2)的结

果,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判断潜在中介效应。
Mit = α1 + δ1DIDit + β0X it + γt + μi + εit (2)
其中,Mit表示机制变量;δ1表示城市群政策对

机制变量的效应;其余变量解释如式(1)所示。
(二)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列(1) ~列(4)、列
(7) ~列(10)结果表明,城市群政策对劳动力、资
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流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城市群政策实施能通过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和

数据等 4 类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城市群政

策持续健全区域协调机制,有序推进要素市场一体

化建设,并通过协同交通、通信、数字等基础设施一

体化,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有效促使劳动力、资本、
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在城乡间平等交换、高效流动,进
而形成类型多样、功能多元的农村产业体系,实现城

乡产业、社会和空间结构的优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列(5) ~ 列(6)结果表明,城市群政策对土地

要素流动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城市群政策未

能显著促进土地要素的流动。 下文将围绕该结果

展开进一步讨论。
表 9　 机制要素检验结果

变量

劳动力要素流动 资本要素流动 土地要素流动 技术要素流动 数据要素流动
人口机械
变动量
(1)

城乡劳动力
配置
(2)

市场资本
流动
(3)

财政资本
流动
(4)

土地权属
变动
(5)

土地用途
变动
(6)

技术要素
市场化
(7)

技术成果
流转
(8)

数据要素
配置水平

(9)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10)

DID 0. 568 5∗∗∗

(0. 112 0)
0. 101 5∗∗

(0. 044 1)
1. 375 4∗∗∗

(0. 227 0)
3. 939 4∗∗∗

(0. 990 8)
- 1. 317 1
(2. 182 0)

0. 070 4
(0. 063 7)

3. 903 6∗∗∗

(0. 769 2)
9. 300 9∗∗∗

(1. 417 5)
0. 011 1∗∗∗

(0. 003 2)
0. 003 7∗

(0. 002 1)

_cons 5. 271 3∗∗∗

(0. 434 2)
1. 648 7∗∗∗

(0. 127 4)
4. 777 1∗∗∗

(1. 505 7)
3. 960 6∗

(2. 356 1)
1. 601 9

(2. 719 0)
0. 120 3

(0. 110 5)
29. 160 4∗∗∗

(7. 445 6)
27. 831 4∗∗

(10. 751 5)
0. 152 9∗∗∗

(0. 009 1)
0. 034 8∗∗∗

(0. 006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5 110 5 110 5 110 5 110 5 110 5 110 5 110 5 110 5 110 5 110
R2 0. 951 3 0. 860 5 0. 686 0 0. 683 7 0. 364 3 0. 076 1 0. 972 9 0. 565 3 0. 761 4 0. 708 7

五、异质性分析

(一)基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特征的城市在要素集聚能力、流

动成本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能使

城市群政策的传导效果呈现异质性。 因此,本文

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城市规模以及智慧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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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4 个方面分别进行异质性分析。 检验结果见

表 10。
1. 城市地理区位

城市地理区位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要

素流动的制度环境与市场条件[3],从而对要素流

动的自由度产生影响。 因此,将样本城市划分为

中西部城市和东部及东北部城市两组子样本进行

考察。 列(1) ~列(2)显示,相比于东部及东北部,
中西部城市群政策实施更能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 可能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城市群政策实施更有助

于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提高城乡要素

配置效率。 东部及东北部地区则通常经济发达,
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程度较高,城市群政策实施带

来的边际效应可能较小。
2. 城市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作为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对城市

的要素结构与配置弹性存在影响[44]。 根据《全国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
划分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进行检验。 列

(3) ~列(4)显示,城市群政策能显著促进非资源

型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 可能原因是,资源型城

市面临“资源诅咒”问题,要素结构僵化,导致城市

群政策难以引导各类要素依据市场信号在城乡间

灵活调整与重组。 而非资源城市的产业结构更为

多元,要素配置机制更具弹性,更有利于城市群政

策带动各类要素依据比较优势在城乡间顺畅流动

与重组,提升城乡融合水平。

3. 城市规模

城市规模大小对于要素集聚容量与扩散半径

具有塑造作用[45]。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

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300 万人及以上的城市界定为大规模城市[46],反
之则设定为中小规模城市。 列(5) ~ 列(6)显示,
城市群政策可以促进大规模和中小规模城市的城

乡融合发展。 究其原因,大规模城市产业体系完

整,要素积累丰富且流动性强,形成了较强的要素

集聚与扩散能力,有利于将发展成果辐射至农村。
中小规模城市则与农村地缘、人缘联系更紧密,要素

扩散距离成本低,可依托资源禀赋培育特色化产业

集群,吸附要素流入农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4. 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化手段深刻影响要素

配置的强度与方向[47]。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

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划分智慧城市和非智

慧城市进行分组检验。 列(7) ~ 列(8)显示,城市

群政策对智慧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作用更为

显著。 原因在于,智慧城市在数字基础设施、创新

集聚能力等方面优势明显,在城市群政策协调下,
多个智慧城市节点通过数字网络紧密连接,借助

低流通成本和高流通速度的渠道优势,促使各类

要素更快速、多维地向农村延伸,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 而非智慧城市数字化基础薄弱,技术、数据等

创新要素在城乡间难以充分流动,要素间协同度

不高,导致城市群政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

不显著。
表 10　 城市特征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地理区位 资源禀赋 城市规模 智慧城市建设

中西部
(1)

东部及东北部
(2)

资源型
(3)

非资源型
(4)

大规模
(5)

中小规模
(6)

智慧城市
(7)

非智慧城市
(8)

DID 0. 003 5∗∗∗

(0. 000 9)
0. 000 0

(0. 000 9)
0. 001 1

(0. 000 8)
0. 002 2∗∗

(0. 000 9)
0. 002 2∗

(0. 001 2)
0. 001 5∗∗

(0. 000 7)
0. 002 8∗∗∗

(0. 000 8)
0. 001 2

(0. 000 8)

_cons 0. 176 5∗∗∗

(0. 003 4)
0. 196 9∗∗∗

(0. 003 9)
0. 175 7∗∗∗

(0. 002 7)
0. 191 1∗∗∗

(0. 004 0)
0. 196 5∗∗∗

(0. 007 9)
0. 181 8∗∗∗

(0. 002 1)
0. 185 4∗∗∗

(0. 004 4)
0. 184 4∗∗∗

(0. 002 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817 2 293 1 888 3 222 1 586 3 524 2 738 2 371
R2 0. 892 2 0. 941 3 0. 875 3 0. 932 0 0. 941 6 0. 884 6 0. 930 0 0. 898 1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00 0. 084 0. 181 0. 007
注:组间系数差异 p 值是基于 bootstrap 的费舍尔组合检验法,重复抽样 1 000 次计算获得。 下同。

　 　 (二)基于城市群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考虑到不同特征的城市群在影响要素

流动的传导效能、网络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
本文从城市群层级类型和空间结构两个维度划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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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城市进行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11。
表 11　 城市群特征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层级类型 空间结构

国家级
(1)

非国家级
(2)

单核心
(3)

多核心
(4)

DID 0. 001 7∗∗

(0. 000 7)
0. 004 3∗∗∗

(0. 001 3)
0. 002 8∗∗∗

(0. 001 0)
0. 002 3∗∗∗

(0. 000 7)

_cons 0. 186 0∗∗∗

(0. 003 0)
0. 180 6∗∗∗

(0. 004 8)
0. 189 1∗∗∗

(0. 003 4)
0. 179 7∗∗∗

(0. 002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 159 951 3 043 2 067
R2 0. 929 0 0. 875 3 0. 931 4 0. 905 1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18 0. 254

1. 城市群层级类型

不同层级类型的城市群在资源倾斜力度与一

体化建设进度上存在差异,直接影响要素流动的

制度成本与配置效率[22]。 为此,根据城市群政策

是否被国务院批复,将 18 个城市群划分为国家级

和非国家级城市群分别进行回归。 列(1) ~ 列(2)
表明,无论是国家级还是非国家级城市群政策,都
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但非国家级城市群

的系数绝对值较大,且组间系数差异显著。 究其

原因,国家级城市群通常起步较早,且在实施规模

更大、协调难度更高的区域性工程中较有优势,因
此在城乡资源配置方面较为均衡,政策投入所带

来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非国家级城市群由于城

乡二元结构更为典型且发展基数较低,结构性改

善空间更大,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能够

有效改善特定区域的要素配置效率,因此表现出

更强的城乡融合驱动力。
2. 城市群空间结构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决定了要素在区域内流动

的网络形态与扩散路径[48]。 因此,根据 18 个城市

群政策文本内容,参考封志明等[48]的研究,将城市

群划分为单核心城市群和多核心城市群进行分组

回归。 列(3) ~ (4)显示,城市群政策在单核心和

多核心城市群中对城乡融合发展促进效应并无显

著差异。 究其原因,单核心城市群的交通网络通

常呈现出以单一城市为枢纽的星形或放射状结

构,中心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

溢出效应,通过将非核心产业定向有序地向周边

地区疏解,能够促进城乡经济互动与产业协同。
多核心城市群则是在多个核心城市之间形成高密

度、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系统,极大压缩了城乡之

间的时空距离,使得各类要素和资源能够更高效、
更低损耗地抵达广大农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⑧　经检验,在不同特征的城市和城市群中,城市群政策对土地要素流动的土地权属变动变量促进作用均不显著,因此采用对以土地用

途变动变量为代表的土地要素流动展开进一步讨论。 具体回归结果可向笔者索要。

⑨　受限于篇幅,进一步讨论中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可向笔者索要。

六、进一步讨论

理论分析指出,城市群政策通过促进土地要

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然而,机制检验结果

并未支持上述观点。 为分析其中原因,本文首先

沿用前述异质性检验中组间差异显著的分组类型

进行检验,探究城市群政策在不同特征的城市和

城市群中对土地要素流动是否存在影响⑧。
表 12 列(1)和列(5)显示,在中西部城市和智

慧城市中,可能存在城市群政策促进土地要素流

动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路径。 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检验土地要素流动在中西部城市和智

慧城市中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效果。
表 13 列(1)显示土地要素流动能够促进中西

部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但 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

示⑨,土地要素流动并未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可

能是因为,城市群政策主要通过推动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市场规则统一、产业梯度转移及公共服务

协同,促进劳动力流动、资本下乡、技术扩散和数

据共享,直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提升。
列(3)显示,在智慧城市中,土地要素流动对城乡

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bootstrap 检验结果也

表明土地要素流动未起到中介作用。 究其原因,
在智慧城市中,城市群政策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

在于数字连通性、信息普惠与智能服务均等化,本
质上是在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驱动下带动要

素有机组合,而对土地要素流动的依赖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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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土地要素流动分样本检验结果

变量

土地要素流动

地理区位 资源禀赋 智慧城市建设 城市群层级类型
中西部
(1)

东部及东北部
(2)

资源型
(3)

非资源型
(4)

智慧城市
(5)

非智慧城市
(6)

国家级
(7)

非国家级
(8)

DID 0. 024 5∗

(0. 013 2)
0. 154 1

(0. 180 0)
0. 121 2

(0. 113 6)
0. 002 2

(0. 016 6)
0. 027 6∗

(0. 016 1)
0. 095 4

(0. 109 6)
0. 064 2

(0. 070 8)
0. 068 9

(0. 043 2)

_cons 0. 184 3∗∗∗

(0. 022 3)
0. 126 2

(0. 175 8)
- 0. 083 3
(0. 332 6)

0. 217 9∗∗∗

(0. 022 5)
0. 217 2∗∗∗

(0. 020 2)
0. 008 8

(0. 245 2)
0. 097 2

(0. 127 7)
0. 250 4∗∗∗

(0. 053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817 2 293 1 888 3 222 2 738 2 371 4 159 951
R2 0. 574 7 0. 075 8 0. 079 0 0. 425 4 0. 542 7 0. 077 2 0. 075 8 0. 377 1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00 0. 075 0. 017 0. 016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城市群政策能在一定条

件下促进土地要素流动,而土地要素流动对城乡

融合发展的作用效应较为复杂。 究其原因,中国

的城乡土地市场长期处于二元分割状态,土地制

度改革仍处于深水区,土地要素面临复杂制度壁

垒。 城市群政策虽可在边际上改善土地要素配置

效率,但难以在短期内破除深层制度约束,故而现

阶段的土地要素流动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

用也十分有限。
表 13　 土地要素流动进一步检验结果

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

中西部城市 智慧城市

(1) (2) (3) (4)

土地要素流动
0. 004 9∗

(0. 002 8)
0. 003 6

(0. 002 7)
0. 002 8

(0. 002 8)
0. 001 9

(0. 002 8)

DID — 0. 003 4∗∗∗

(0. 000 9)
— 0. 002 7∗∗∗

(0. 000 8)

_cons 0. 176 2∗∗∗

(0. 003 5)
0. 175 9∗∗∗

(0. 003 5)
0. 185 7∗∗∗

(0. 004 4)
0. 185 0∗∗∗

(0. 004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 817 2 817 2 738 2 738
R2 0. 890 5 0. 892 3 0. 929 6 0. 930 1

七、结论与启示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

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本文首先基于

要素流动视角,理论分析城市群政策对城乡融合

发展的影响。 然后以我国 2003—2023 年 280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以 18 个城市群政策实

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城市群政策显著促进了

城乡融合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

成立,该发现因果识别了城市群政策实施的城乡

融合发展效应,在宏观层面肯定了以城市群为主

体推进城乡融合的战略方向切实可行;第二,基于

要素流动视角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促进了劳动

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和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城

乡间高效流动,要素流动机制正在科技赋能下从

实体空间流动进化为虚实融合流动,为城乡融合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第三,从城市特征来看,相较

于东部及东北部、资源型和非智慧城市,城市群政

策对中西部、非资源型和智慧城市的城乡融合发

展影响更为显著,而从城市群特征来看,非国家级

城市群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效应优于国家级城

市群,城市群政策作用边界的多维探索为实施差

异化的协同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第四,现阶段城市

群政策对土地要素流动的影响尚不显著,且土地

要素流动并未发挥中介效应,深层次的制度性壁

垒可能是制约城乡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瓶颈,
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充分激发土地要素流动潜能的

政策路径。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赋能城乡融合

发展。 鉴于城市群政策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

现实成效,应深入实施并科学完善城市群政策,将
城乡融合发展关键目标纳入城市群建设的统计指

标和评估体系,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格局中稳

步推进城乡功能互补与融合发展;创新设计城市

群一体化利益协调与成本共担机制,综合运用市

场化交易手段,深化财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将
区域协同发展的正外部性转化为各区域主动参与

城乡融合建设的内生激励,以高质量城市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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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城乡融合发展动能。
第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畅通城乡要素双

向流动渠道。 统筹推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建

设,充分开放劳动力市场,破除户籍、社保等制度

性障碍,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

规范资本市场,完善投融资相协调的城乡资本流

通机制,放大财政资本乘数效应,吸引更多市场资

本投向农村优势产业与创新前沿;建立健全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稳步推进土地入市改革,健
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提升存量土地资源盘

活效率;培育城乡一体化技术市场和数据市场,完
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和数据交易制度,依托

“新基建”战略,加快城乡 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城

乡共同繁荣。
第三,明晰差异化定位,实施功能主导的发展

策略。 根据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与发展特点,合
理规划城市群空间结构和职能分工。 东部及东北

部、非资源型和智慧城市应加强高端人才队伍建

设并不断积累科技创新优势,带动区域整体迈向

更高质量的发展;中西部及资源型城市应聚焦本

地资源禀赋,以低廉的要素成本、巨大的市场潜力

吸纳来自核心城市的次新产业,形成产业链协同

与创新链融合;国家级城市群应以创新驱动政策

效能提升, 深化数字治理与智慧服务,培育形成高

度融合的城乡生产生活空间;非国家级城市群应

进一步加强群内城市的紧密合作,形成清晰的城

乡要素承接与价值扩散路径,加快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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